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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munity Perspective of Mega Cities Governance——Thoughts on the
Compilation of Chengdu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Planning
2018—2035
YANG Chen, XIN Lei, LAN Bei, XIAO Gang, ZHAO Wei

Abstract： This research illustrates the compilation of Chengdu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Plan (2018—2035) from four dimensions, including theoreti-

cal understandings， problem analysis, community classif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and categorical guidelines and staged implementation. Meanwhile, special attention is

paid to three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planning at the mu-

nicipal level. Firstly, the planning maintains the original strategic objective of build-

ing 'Five Main Communities'. Through the study of eight 'development factors', the

requirements of upper and parallel plans are integrated into community class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 plans. He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s new type of planning

and the current system is clarified. Secondly, based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commu-

nity development groups', feature recognition and Ten Action Guide, top-level policy

design (Five Main Communities) is translated into the community management ac-

tions at the district, the town and the street levels. In this way, the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from macro-strategy to grassroots governance is well established. Thirdly,

eight community development groups and their respective guidelines show the diver-

sity of communities in Chengdu.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leaves more operating

space for community planning at lower administrative levels, including districts,

towns and streets. Therefore, Chengdu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Plan (2018—2035) provides us the possibilities to study and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communities from a macroscopic perspective.

Keywords: mega cities; urban governance; community development planning; Chengdu

进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秉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的

宗旨，强调“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建设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政府要创新城市

治理方式，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

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明确要求做好城乡社区发展规划编制工作；同年，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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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从理论认识、问题研判、社区

分类与特征识别、分类指导与分期实施

四个方面对《成都市城乡社区发展规划

（2018—2035 年）》 编制进行了梳理，

重点阐释了市级层面社区发展规划三方

面的理论探索：①社区发展规划延续了

“五大社区”战略目标，通过8种“发展

要素”的提取，将上位规划与平行规划

的要求纳入社区分类和发展规划中，明确

了这一全新的规划类型与现存规划体系

的关系；②通过“社区发展群”的划分、

特征识别和十大行动引导，市级社区发

展规划将顶层设计 （五大社区） 层层传

导至区县和街道镇的社区治理行动中，

建立了“从宏观战略到社会治理最后一

公里”的传导机制；③通过“八大社区

发展群”及其分类指导，规划彰显了成

都城乡社区的多元特征，同时也为区县和

街道镇层级的社区规划留出操作空间。可

以说《成都市城乡社区发展规划（2018—

2035年）》提供了一个从宏观视角研究

和引导基层社区发展的可能。

关键词 超大城市；城市治理；社区发

展规划；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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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十九大又明确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

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要求“推动社会

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关键是“转变

社会治理的方式，加强社区治理体系

建设”。

为积极落实国家战略、回应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探索城乡社区发展在

社会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成都市政府

自2015年始出台了一系列的社区政策①，
特别是2017年9月召开了“城乡社区发

展治理大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深

入推进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建设高品质和

谐宜居生活社区的意见》。在这份纲领

性的文件中，成都市首次明确了“五大

社区”②的发展目标及三十条行动指导，

对规划、民政、建委、农委等各部门未

来3—5年的社区工作进行了部署。为确

保各部门协调行动，成都还在市和区县

两级党委序列设立了“社区发展治理委

员会”（简称社治委）——这一全国首

创的制度设计，标志着成都进入了“全

面统筹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新阶段。

2017年11月，成都市委社治委委托同济

大学编制《成都市城乡社区发展规划

（2018—2035年）》，以“社区”方法探

索超大城市的治理之道。

1 理论认识

选择“社区”路径来治理超大城

市，需要明确三方面的理论认识。

1.1 社区作为城乡发展与治理的基本方法

超大城市治理离不开宏观战略和顶

层设计，但社区是具体而微观的。微观

路径能否通向宏观战略，一直是学者们

关心的重要问题（渠敬东，2009；石发

勇，2013）。从国际经验看，社区可以

成为解决大城市经济发展、社会公平、

环境保护的重要治理工具 （K. Apos-

tolides，2018；D. Rose，2013；边防，

2018）；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

中国的超大城市也逐步进入精细化管理

的阶段，这种精细化是对社会领域特别

是民生领域过去粗放式管理的否定性和

超越性实践探索。社区，作为城乡居民

生活的基本单元和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

里——是精细化管理的主要抓手 （王

阳，2016；王巍，2017），是国家治理

的基层逻辑（宋道雷，2017），也是居

民产生获得感的主要途径 （刘建军，

2017；陈卓荣，2018）。

1.2 从宏观战略到微观治理的多级传导

机制

近年来，各大城市都围绕着社区开

展了“微更新”“微治理”“社区营造”

等行动，取得了不少基层经验（沈娉，

2019；李郇，2018）。但“宏观战略如

何传导至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仍缺

少理论和实践探索 （赵孟营，2016）。

这一机制既涉及“市——区——街道——

居委”多级管理单元之间的治理传导

（张冬冬，2015），也与地（环境品质）、

人 （社会凝聚）、文 （精神文明）、财

（资金配套）、政（多元共建）等治理要

素的协同有紧密的关系（杨辰，2019）。

在本次规划中，成都市委社治委明确表

示，市级社区发展规划的任务是“贯彻

落实十九大精神，努力探索特大城市社

区发展治理的新路子，为成都城乡社区

未来中长期的发展提供科学谋划和行动

指导”。规划目标不是解决某类 （个）

社区自身的、具体的问题，而是如何将

成都市整体发展战略通过“社区发展”

的方式落实到各区（县）、街道（镇）和

社区（村）的建设中。换句话说，是用

“社区”的方法对城市进行一次总体性

规划。因此，能否“建立从宏观战略到

微观治理的多级传导机制”是社区发展

规划顺利实施的关键。

1.3 厘清“社区发展规划”与“上下左

右”规划的关系

《社区发展规划》不是法定规划，

但作为政府主导的、涉及全域的综合性

发展规划，必然与“上下左右”的各类

规划相互渗透。如何嵌入现有的规划体

系，明确与相邻规划的指导关系也是本

次规划需要厘清的基本问题。实际上，

在启动《社区发展规划》之前，除了

市、区县、乡镇三级总体规划和控制性

详细规划以外，成都市已陆续编制了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

（2016—2020）》、《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中优、北改、西控、

南进、东拓战略规划》（2017）、《产业

发展规划》（2017）、《中心城区社区综

合体规划》（2013）、《中心城区十五分

钟公服圈规划》（2014）、《中心城区养

老设施专项规划》（2015）、《城乡社区

发展治理“五大行动”③》（2017） 等

等，这些规划中有诸多涉及社区发展的

内容，有些甚至已经实施（如中心城区

社区综合体，五大行动等）。如何提取、

整合这些不同层级和维度的内容，将其

纳入到全市社区发展的宏观战略和微观

治理，是本规划的合理性基础。

2 问题研判

截至2019年底，成都市的社区④数
量高达4 357个。这些社区类型多样，

问题复杂。加之社区工作涉及规划、住

建、民政、商务委、公安、农委等30多

个职能部门，贯穿于市、区县、街道

镇、社区四级管理体系；社区发展还需

要动员在地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居

民的参与。因此，对社区发展的问题研

判只能建立在“大范围深入的实地调查”

基础之上。课题组于 2017 年 12 月—

2018年4月间对成都市城乡社区开展了

三方面的调查：一是对参与社区发展的

31个市级部门 （包括公安、民政、建

委、规划、商委等）展开系列座谈，重

点听取各职能部门在社区发展与治理工

作中的任务分工、推进情况及难点问题；

二是通过社治委向全市4 357个城乡社

区发放了包含“基本情况、机构人员、

图1 成都市区县与街道镇边界以及调研社
区分布

Fig.1 The administrative boundary of Chengdu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urveyed communities

资料来源：同济大学，成都市经研院，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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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治理、场地设施、社区发展五个方面

52项指标”的调查问卷，初步建立了成

都市城乡社区发展的“动态管理数据库”；

三是分五个调研组、前后六批对全市22

个区县下辖的126个街道镇和409个重

点社区进行了实地调研（图1）⑤。
通过部门走访和重点社区实地调研，

我们梳理出成都市城乡社区发展在“品

质”（公共服务与配套政策）、“活力”

（资金筹措与就业情况）、“美丽”（空间环

境与更新机制）、“人文”（文化传承与

特色营造）、“和谐”（社区自治与治安

建设）五大方面的29类主要问题（表1）。

调查问卷 （4 357个社区） 显示，

上述29类问题在全市不同区域存在一定

的差异：中心五城区（武侯、青羊、锦

江、成华、金牛）和近郊市镇在公共服

务、发展资金、环境品质、文化活力等

方面表现较好；乡村社区凭借丰富的自

然和人文资源，以及稳定的地缘和血缘

关系，也有一定的品质与特色；而位于

城乡结合部的大量涉农社区，由于快速

城市化造成原有乡村空间和社会关系的

剧烈变动，基层管理人员遇到的困难最

多，居民的意见也最为集中⑥。

3 社区分类与特征识别

成都市域面积14 335km2，下辖22

个区（县），374个街道（镇），4 357个

社区 （村），各区 （县） 和街道 （镇）

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方面差异明

显⑦。在这些社区中，既有位于中心城

区的历史街区（与商业楼盘犬牙交错）、

也有前苏联援建中国的大型工厂社区

（不少是亟待改造的老旧院落）、还有城

乡结合部的城中村和农民安置社区（大

量失地农民和流动人口聚居）、以及外

围地区的纯农业散居村（如川西林盘和

山地村庄） 等等。不同社区在资源禀

赋、城市化水平、产业结构、空间特

色、文化认同、生活方式等方面呈现出

极大的丰富性。社区发展规划在做整体

规划的同时，必须体现成都的这种多样

性，根据不同类型社区的问题与诉求，

因地制宜的制定发展策略和行动规划。

问卷和实地调查帮助我们从整体和

细节两方面认识成都社区发展的现状，

但仍不足以得到社区分类的结果。科学

分类是本次规划的关键——这个分类不

仅是基于现状，还要将各类“发展要

素”纳入考量，最终也要便于各级政府

对下辖社区进行发展引导和工作考评。

3.1 数据来源

为了对城乡社区进行科学分类，我

们从全样本的调查问卷（N=4 357）中

选取了17个代表性指标来测量社区在五

大社区方面的“现状水平”；从相关规

划中提取出8个指标（15分钟生活圈规

划的公服设施、总体规划中“双城+郊

区新城+特色镇”的空间格局⑧，66个产

业园区和绿色生态空间等发展要素）来

测量社区在五大社区方面的“发展潜

力”，并将两组25个指标在GIS中逐一

计入相应社区（表2）。

3.2 分类方法

采用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

nent analysis）和聚类分析（cluster anal-

ysis）相结合的方法，分两步对成都城

乡社区进行分类⑨。
首先，将反映“五大社区”现状水

平的17组指标数据录入GIS（图2），并

在SPSS中对17组指标变量和374个街道

镇空间单元构成17×374数据矩阵进行

分析。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得到五类主

城
乡
社
区
发
展
的
主
要
问
题

品质（公共服务与配套

政策）

1.公共服务设施不足

2.综合性社区发展规

划缺位

3.农村土地交易的信

息平台尚未建立

4.部门平台多，数据壁垒

5.基层缺少专业社工

7.基层待遇差，后备人

员不足

8.基层行政事务过多、

考核频繁；社区减负呼

声大

活力（资金筹措与就

业情况）

9.社区建设资金缺口大

10.社区（村）自我造

血功能不足

11.社区新增人口与

资金不匹配

12. 多头管理造成资

金使用效率低

13.特殊群体失业与

再就业

14.村社区发展政策

不清晰

美丽（空间环境与更

新机制）

15.城乡社区更新的

政策缺乏差异性

16.面向空间品质提

升的制度设计

17.跨区域空间治理

需要协同多级管理

18.农村建房实际需

求与管控规定有矛盾

人文（文化传承与

特色营造）

19.社区文化活力

不足

20.文化供给与需

求不对称

21.社区文化建设

和传承需加强

22.社区文化阵地

建设较弱

23.基层干部对文

化建设认识不足

和谐（社区自治与

治安建设）

24.居民参与度不高，

社区自治主动性差

25. 缺乏社区治理

能人

26.党员先锋带头

作用有待加强

27.社会组织的培

育和评估待完善

28.居民公益慈善

意识需激发

29.社区诚信体系

建设待完善

表1 重点调研社区存在的29类问题
Tab.1 29 main problems in the surveyed communities

资料来源：同济大学，成都市经研院，2018.

表2 社区分类的两类数据来源
Tab.2 Two types of data sources for community classification

五大社区

A.品质社区

B.活力社区

C.美丽社区

D.人文社区

E.和谐社区

现状表现（17项指标）

a1.公共服务设施密度

a2.物管小区数量

a3.社区服务提升

b1.人口密度

b2.房屋租金

b3.城市社区比例

b4.涉农社区比例

b5.农村社区比例

c1.老旧院落改造

c2.背街小巷整治

c3.特色街区创建

c4.林盘数量

d1.历史文化遗产点数量

d2.年开展活动次数

d3.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数量

e1.社区自治组织数量

e2.平安社区创建

发展要素（8项指标及相关规划）

A1.社区公共服务设施

B1.双城+郊区新城

B2.100个特色镇

B3.66个产业功能区

C1.绿色生态空间（五级绿

化体系）

D1.天府七大文化区

D2.文创产业集群

E1.和谐社区示范单位

15分钟生活圈规划（2014）

成都市总体规划（2018—2035）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产业发展规划（2017）

成都市总体规划（2018—2035）

公园城市专题

成都市总体规划（2018—2035）

成都市民政局“开展城乡社区可持续

总体营造行动计划”（2017）
资料来源：同济大学，成都市经研院，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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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依次是“活力”（城市社区比例、

纯农社区比例、房屋租金、人口密度）、

“美丽”（老旧院落、特色街区、背街小

巷）、“品质”（社区服务提升、物管小

区数量）、“人文”（遗产点数量）、“和

谐”（平安社区创建）。

其次，从相关规划中提取出反映

“五大社区”特征的8个主要“发展要

素”，在GIS中对“要素”所在的社区进

行赋值，得到25×374的新矩阵。用同

样的方法对初步分类进行调整，调整后

的五个主因子次序为“美丽+品质”（背

街小巷、特色街区、社区文化中心数

量）、“活力+品质”（人口密度、公共服

务设施密度、纯农社区比例）、“美丽+

活力”（林盘数量、特色镇）、“和谐+人

文”（平安社区创建、七大文化区）、

“活力+人文”（双城+郊区新城、文创业

集群），主因子累计解释方差为63.7%，

因子结构较为清晰，结果较为理想。根

据五个主因子得分，进行聚类分析和绘

制树状聚类图（略），将成都城乡社区

分为八类“社区发展群”⑩（图3）。最

终根据“主因子特征判别表”中各群特

征对其进行命名。

3.3 社区发展群的特征识别

从空间分布来看，“主因子+聚类分

析”大体识别出三类中部社区发展群

（核心城区、中部城区、边缘城区）和

五类外围社区发展群（新城镇、特色林

盘、高品质农业、综合提升型、自然保

护型）。（图3）显然，传统的城乡二元

分类无法反映成都社区的复杂状态（城

区边缘存在大量的乡村社区，外围的乡

村地区亦有不少成熟市镇）——而基于

25项指标的八类社区发展群更能准确的

刻画出成都社区的发展特征。

从两次主因子提取过程中我们发

现，在17项现状指标中，对社区分类影

响最大的因素是“活力”（累计解释方

差高达34%）——这说明反映城市化水

平的“城市社区比例、纯农社区比例、

房屋租金、人口密度”等指标是造成社

区现状差异的主要因素；而叠加了“发

展要素”后，影响社区分类的主要因子

开始分散：“美丽”（包括背街小巷、特

色街区、老旧院落改造、绿色生态）、

“人文”（文化活动中心、遗产点的数

量、天府文化区）、“和谐”（社区自治

组织数、平安社区建设）方面的发展潜

力变得更为重要。这说明成都市各类规

划对社区发展的要求更为综合，也说明

叠加了“发展要素”的分类更加符合成

都未来“五大社区”的发展目标。

通过解读“主因子特征判别表”和

实地调查问题汇总，我们对八大社区发

展群的主要特征进行描述并生成特征识

别雷达图（表3）。数据库中的每个社区

都有一张属于自己的“成绩单”（即通

过25项指标来评估其在“五大社区”方

面的现状表现与发展潜力），属于同一

个群的社区说明在未来社区发展过程中

具有某种“共性”——这些“共性”决

定了社区类型以及社区发展群的边界，

也帮助我们识别出各类发展群的基本特

征。定性与定量结合的分析手段为社区

分类提供了科学依据，定期更新的数据

平台（每半年对全市社区进行一次问卷

摸底）也为各级政府提供了动态管理社

区的可能。

4 分类指导与分期实施

社区发展需要科学分析，更需要行

图3 成都市城乡社区发展群划分图
Fig.3 Division map of urban and rural 'commu-

nity development groups' in Chengdu
资料来源：同济大学，成都市经研院，2018.

图2 反映“五大社区”现状水平的17组指标
Fig.2 17 indicators reflecting the current level of the 'Five Main Communities'

资料来源：同济大学，成都市经研院，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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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引导。成都城乡社区发展在实施层面

要同时满足“承上”和“启下”的双重

要求：“承上”是为市政府提供一个全

面统筹城乡社区发展的数据平台，这个

平台除了定期收集社区发展的动态数

据，还要对“上下左右”规划中有关社

区的内容进行整合，为顶层治理提供决

策依据；“启下”是为区（县）与街道

（镇）两级基层政府提供一套社区发展

的行动导则，根据导则要求对社区未来

的治理工作进行监测与考评。由于市级

层面的社区发展规划在国内尚属首例，

成果形式也需要探索与创新。

针对成都实际问题和五大社区发展

目标，我们为未来城乡社区发展制定了

“十大行动、四十五个专项”的社区工

作路径（图4）。

当然，这些工作在不同的社区发展

群，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作为社区发展

规划的实施主体——区县和街道镇两级

政府，首先要了解本辖区内社区发展群

的类型和数量；之后再根据发展群的特

征和目标，制定本地区的社区发展行动

计划（图5）。行动的“方向”取决于各

发展群在五大社区指标“现状”与“目

标”之间的差距（特征雷达图中蓝色与

红色之间的距离）：差距越大说明该方

面就是未来工作的重点，即“补短板”。

也就是说，市级层面的社区发展规划是

对“社区发展群”提出行动引导，而不

是代替区县或街道镇直接编制社区规

划，区县和街道镇可以根据辖区内包含

社区发展群的情况，在下一层级的社区

发展规划中继续细化和落实上位规划的

引导。 这种“菜单式”的发展引导为

下一层级的社区规划留出操作空间，是

本次规划在成果形式方面的重要创新。

社区发展的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

为了对接成都市“三步走”的战略部署，

我们也对成都城乡社区发展也提出了近

远期结合的分期目标：近期 （2018—

2020年），社区发展以补短板、创示范

为主线，以提升城乡社区空间品质、完善

服务功能、推进协同治理为重点，不断

缩小城乡差距，形成一批示范社区，进

一步开创具有成都特色的城乡社区发展

新格局。远期（2021—2035年），以提

类别

1

2

3

4

5

6

7

8

名称

核心城区社

区发展群

中部城区社

区发展群

外部城区社

区发展群

新城镇社区

发展群

特色林盘社

区发展群

高品质农业

社区发展群

综合提升型

社区发展群

自然保护型

社区发展群

特征描述

高密度城市化地区，就业岗位和服务设施密集，

五大行动的重点地区，社区生活便捷有活力。社区发展

资金充足、人才储备较好。公共空间缺乏、社区文化有

待挖掘、社会组织和居民参与有待提升。

快速城市化地区，就业岗位密集，大型公共设施集中，社

区生活有活力。导入人口流动性大，社区服务设施不

足，社区文化特色不明显，社区交往与居民参与度不高。

城乡结合部地区，工业园区与农民集中安置区较多。社

区服务设施齐全但质量不高；人口集中但活力不足。社

区文化单一、邻里纠纷多；社区发展资金与人才缺乏，治

理难度大。

都市与乡村间的纽带区域；人口相对聚集、职住相对平

衡，居民联系紧密度较高；生产生活服务较为便利

公共设施品质不高，人口流动性大，社会组织作用不显

著，文化生活单一。

具有“林、田、水、院”的川西乡村生产生活景观、生态理

念与农耕文明承载区；传统村落比重大，文化底蕴深厚

但有待挖掘；农商文体旅融合发展区，生产生活配套设

施不足；空心化、衰落化治理难度较大

现代农业和文旅农业集中区域；经济、文化、交往等现代

功能业态复合发展空间较大；公共设施品质不高，

社会组织发育不够成熟，社区活动内容不丰富；

东部新城待发展区域；产业和公共服务设施基础比较薄

弱；人口流出地，社区发展资金和人才匮乏，社区环境与

文化活动缺少吸引力；未来发展潜力巨大。

生态屏障区，自然与人文景观丰富；郊野游憩等功能复

合发展区域；具有山地乡村聚落居住形态；交通便捷度

较低，生产生活配套设施不足；生态资源活化利用率低。

特征雷达图

表3 成都市八大社区发展群特征描述
Tab.3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eight "community development groups" in Chengdu

资料来源：同济大学，成都市经研院，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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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显特色为主线，以提升人文魅

力、深化精准服务、推进智慧治理为重

点，全面建设具有创新创业环境、彰显

天府文化集聚吸引力的高品质和谐宜居

生活社区，让城乡居民得到更多获得感

与幸福感。

5 结论与思考

市级层面的“城乡社区发展规划”

是关于社区在经济、社会、文化、制

度、空间等多方面综合发展的顶层设

计，也是以“社区”的方式来推动成都

市城乡空间科学、有序、协调发展的治

理手段。社区是微观的、丰富多彩的，

但又具备“类型”的特征——同类社区

在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具备许多共性特

征。社区是多义的，课题将社区定义为

某种具有明确边界的行政单元，但随

图5 各区县可根据包含社区发展群的情况编制下一层级的社区规划（以中部六城区为例）
Fig.5 Each district can compile its community plan at lower administrative level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groups (taking the

six districts in the central area of Chengdu as an example)
注：五角星数量反映十大行动的重要度，数量越多代表区(市)县越需要落实该项行动.

资料来源：同济大学，成都市经研院，2018.

图4 成都市社区发展十大行动与四十五专项
Fig.4 10 actions and 45 projects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Chengdu

注：成都市2017年“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大会”明确的“五大社区”的发展目标及三十条行动指导，是全市城乡社区都应当共同遵守的原则目标，但依然是框架性的。本
次规划我们结合实地调研和国内外经验，将这些指导原则分解为“十大行动、四十五专项”。这是一个“菜单式”的引导指南，各社区发展群可以根据自身的特征与目标，
侧重于其中的某些“行动”与“专项”。需要注意的是，顶层设计“五大社区”与“十大行动、四十五专项”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是相互交叉的“多对多”关
系。例如“品质社区”需要“职住、出行、服务、休闲、邻里、文化、共建”等行动的支持，而“邻里”行动将同时促进“品质、人文、和谐”社区目标的实现.

资料来源：同济大学，成都市经研院，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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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社区调查的深入，我们逐渐发现，社

区也是居民的生活世界——不同生活形

态的社区（历史街区、老旧院落、安置

社区、林盘聚落、山村聚落等）面临的

问题与居民使用社区的方式都很不相

同。社区还是一个多元治理的平台——

各级政府和各职能部门都在社区推行各

自的治理理念，而在地企业、社会组织

和社区居民也在通过不同形式的“参

与”积极介入社区事务。国家治理的

现代化和居民获得感的提升在“社区”

得到了充分的碰撞和融合。

加强社区治理不仅是现代国家建构

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发育的必然要

求。本次规划体现了以成都为代表的中

国特大城市，对新时代城市精细化治理

的科学方法与实施路径的积极探索。

“社区发展”事关人民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的提升，事关城乡基层和谐稳定；

“五大社区”战略的推进与落实，有利

于城乡居民获得平等发展的权利、共享

改革发展的成果，有利于人民群众安居

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

安——这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本文从理论挑战、问题研判、社区

分类与特征识别、分类指导与分期实施

四个方面对《成都市城乡社区发展规划

（2018—2035年）》编制进行了详细的

梳理，回应了本文开头提出的三方面理

论挑战：首先，社区发展规划延续了

2017年成都市“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大

会”确立的“五大社区”战略目标，通

过8种“发展要素”的提取，将上位规

划与平行规划的要求纳入社区分类和发

展规划中，明确了本规划与现存规划体

系的关系；其次，通过“社区发展群”

的聚类划分、特征识别和十大行动引

导，市级社区发展规划将顶层设计（五

大社区）层层传导至区县和街道镇的社

区治理行动中，而区县和街道镇层级的

社区发展规划也必须依据“本地社区发

展群的类型和引导要求”来编制——这

一机制是“宏观战略传导至社会治理最

后一公里”的有力保证；最后，成都社

区的多样性是通过“八大社区发展群”

及其分类指导来体现的。这些发展群的

特征是基于4 357个社区的25组数据

（17个现状指标和8种发展要素）的分析

结果，是成都市委社治委对全市城乡社

区发展进行引导的理论依据和治理单

元。当然，在下一层级的社区规划中，

区县和街道镇依然可以对内部的社区发

展群进行细分，从而保证社区多样性的

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成都市城乡

社区发展规划（2018—2035年）》为我

们提供了一个从宏观视角研究和引导基

层社区发展的可能。

感谢课题组赵民、陈晨老师、贾姗

姗、谢琛同学的参与，以及西南交通大

学调研团队的大力支持。

注释

① 包括2012年《成都市城市社区公共服务

和社会管理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加强

社区居民院落自治的指导意见》；2014

年 《成都市社区公益创投活动管理办

法》；2015年 《关于减轻城乡社区负担

的十条措施》；2016年颁布了 《关于开

展城乡社区可持续总体营造行动的通

知》、《关于加快推进街道办事处职能转

变全面深化街道综合管理体制改革的实

施意见》，等等；成都是中国最早提出并

践行“社会规划师”与“社区营造”制

度的城市之一，在社区发展与治理方面

十分活跃。

② “五大社区”是建设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

社区的具体内涵，即“品质社区、活力

社区、美丽社区、人文社区、和谐社

区”。每个社区内涵下设若干行动导则，

如“健全社区服务配套设施、促进社区

居民充分就业、稳步推进街区的有机更

新、培育向上向善向美的社区精神、加

强社区法制建设”，等等。“五大社区”

既是未来成都社区发展的目标，也是社

区建设与治理的行动纲领和考核指标。

各区 （县） 和街道 （镇） 都依据“五大

社区”及其下设的行动导则安排了未来

3—5年的工作计划。五大社区的战略目

标对成都市社区发展影响深远，也成为

我们研究社区分类的重要依据。

③ “五大行动”指成都市从 2017 年开始，

以区 （县） 为单位、以“提升城乡社区

生活品质”为目标，对五类社区环境进

行改造的计划，包括：老旧院落改造、

背街小巷整治、特色街区创建、社区服

务提升、平安社区创建。“五大行动”聚

焦物质空间的改造，属于“五大社区”

中“美丽社区”部分。

④ 这里“社区”指居委会或村委会管辖范围。

⑤ 调研社区数量约占全市社区总数的10%，

街道镇数量约占全市街道镇数量的34%，

覆盖人口约占全市人口的55%。

⑥ 在日常治理工作中，成都市一般将社区分

为城市社区、涉农社区和纯农社区（行政

村）三类。4 357个社区中有城市社区794

个（占18.28%），涉农社区1 229个（占

28.29%），行政村2 321个 （占53.43%）。

其中，中心城区的社区类型构成较为均衡，

三 类 社 区 分 别 占 31.17%、 35.28% 和

33.56%；郊区则以行政村为主体，三类

社区分别占比8.75%、23.18%和68.07%。

⑦ 这种差异既有自然条件和历史原因，也

有人为因素，特别是近年来行政区划调

整。2001年以来，新都、温江、双流、

郫县纷纷撤县设区；2016年原由资阳市

代管的县级市简阳划给成都市代管。行

政边界的扩大为成都市快速发展提供了

广阔空间，但也造成了辖区内区域发展

不平衡的现状。

⑧ 《成都市总体规划（2018—2035年）》确

定了城市未来发展的空间结构为双城

（中心城区+东部新城）加八个郊区新城

（都江堰、彭州、大邑、崇州、新津、邛

崃、蒲江、金堂） 和 100 个左右的特

色镇。

⑨ “主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最早出现在

1950年代美国人文地理学者对“城市社

会区”的研究中。主因子分析是将体现

社区属性的多个相关因子转化为少数几

项主成分因子，以实现降维与消除多重

共线之目的；聚类分析则是通过特征值

比较，将性质相近的社区归为一类的分

析技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它们

已成为研究社会空间结构较为成熟的方

法。2000年以后中国学者开始运用这一

方法，对上海（付磊，2008）、广州（周

春山，2006） 等城市的社会空间结构进

行了实证研究。考虑到本课题的“社区

分类”本质上是根据“社区社会属性

（品质、活力、美丽、人文、和谐）的相

似度”来识别同类社区，属于该方法的

适用范围。

⑩ 社区发展群指在资源禀赋、现状条件和

发展要素方面具有相似属性的一组社区。

 成都市的温江、青白江两区已经根据市

级规划的引导，于2019年启动了区级社

区发展规划的编制。

 对行政单元的理解在不同城市有一定的

差别。比如成都市将居委会管辖范围定

义为“社区”。而在上海，“社区”既可

以指居委会管理单元，也可以指街道办

事处的管辖范围。

 本次规划是成都城乡社区发展的顶层设

计。通过对街道（镇）、地方企业和居民

代表的大范围调研，充分吸取民意，提

出在“职住”“邻里”“共建”“可持续发

展”等行动和专项中建立了多元治理的

实施框架（图6），为企业、社会组织和

社区居民参与下一层次的社区发展规划

提供了行动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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